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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安城市水利建设及其规划
———以陪都西京时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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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民国西京建设档案、地图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西安城市供水、排水体系建

设、自来水建设规划、渭河航运规划等内容。分析认为：陪都西京时期的城市水利建设是当时西安

城乡诸多工程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城市近代化步伐藉以迅速加快，城市景观面貌得以大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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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后都城时代的西北重镇，民国时期的西安

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仍具有重要地位。

１９３２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

定名西京”，委派张继等组建“西京筹备委员会”。

从１９３２年３月至１９４５年６月，直隶于国民政府的

西京筹备委员会前后存在了１３年之久［１］。在此期

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又与陕西省政府、全国经济委员

会西北办事处合组成立了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

“二者”在西安城乡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工程建设

活动，城市水利建设即是这一时期西安城区建设的

重点内容之一，城市水环境与景观面貌藉此得到有

效的改善。

一、陪都西京的城市水利建设

　　陪都西京的城市建设主要由西京筹备委员会以

及由“筹委会”与全国经济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合组

产生的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共同组织实施［２］。《西

京筹备委员会工作大纲》即明确规定饮料、井泉、自

来水以及水利、水力的开发、设计为其工作重点［２］。

“西京筹备委员会”与“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城

市水利建设工程集中在城市供水、排水两大方面。

（一）城市供水

１．西龙渠

从隋唐至明清，西安城市地位虽由国都降为区

域重镇，规模缩小，人口减少，但有鉴于城区地下水

质苦咸状况，城市水利建设尤其是引水工程建设一

直未曾断绝。隋唐长安城有清明渠、永安渠、龙首

渠、黄渠以及漕渠等引水入城，宋元长安城则有城东

龙首渠引水，至明清时期，西安城东有龙首、西有通

济［２］，均对城市经济发展与市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陪都西京建设时期，为了方便城区市民用水、改

善城区水环境景观，亦沿明清通济渠故道，从城西南

丈八沟处引贑水入城，称为龙渠（亦称西龙渠，因其

位于城西，与隋唐以来城东龙首渠相对应而得名）。

西龙渠对于西安城市水环境景观的改善具有重要作

用，因而作为重要引水工程加以筹划。

基于“龙渠关系本市树木之灌溉及水利方面，

至为重要”，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３年西京筹备委员会即

“函陕西建设厅并派员商洽修浚龙渠，引水入城”，



力图“植树引水，以资改进城市风景”、“调剂市民精

神”。并指出引西龙渠入城对于环境景观改善的重

要性，“本城莲湖、建国等公园之水，皆来自贑河，由

碌碡堰引水入龙渠，经丈八沟、南窑头等村流入城

内，灌注建国公园池塘，复转注于莲湖。故此渠之通

塞，关系城市风景及市民卫生极为重要。乃年来淤

垫，水流断绝，致公园内池沼涸竭，气象枯燥，风景减

色，无以资市民游览而调剂其精神。”［３］１９３３年起开

始重修西龙渠［２］。

从民国《西京胜迹全图》（１９３６）、《西安市行政

区域略图》（１９４８）［４］等舆图上分析可知，西龙渠流

路与明清时期的通济渠流路基本一致。“筹委会”

专门委员陈云路所拟的《西京规划》中明确指出西

龙渠的大致流路，“皂河，亦名藻河，上游即贑河，西

北流至丈八沟南会碌轴堰水立闸，又分为二：一东北

流入城，名西龙渠，亦名通济渠；一由闸口放水南流，

复自西而折北，为皂河正身，经汉古城入于渭。其上

游水多因灌田，下游遂常淤塞焉”［２］。

西龙渠引水入城后，由于常常出现“阴雨连绵，

水无归路，致龙渠崩溃，渠水漏溢，民宅被淹”等情

况，为“期市民之永久安全”，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

于１９３５年决议再次整修［２］。

概括而言，由于自隋唐以来秦岭北麓水源地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黄土地带渠道难以维护、城郊农田

灌溉引水等因素影响，渠道引水稳定性较差，民国时

期西龙渠的利用时限也相对较短，难与明清西安城

东有龙首渠、西有通济渠的引水盛况相比。这一时

期城市供水还主要依赖地下水，即井水的开发。

２．水　井

（１）城区地下水水质。西安城区地下水苦咸状

况自唐后期开始显现，给此后历代城区居民生活用

水造成很大困难，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

引水工程的延续建修和局部城区甜水井的开发、

利用。

民国西京建设时期曾对西安城区地下水质进行

过初步调查，有文献载称“西安多为苦水，味检而气

臭，不堪为饮料”［５］；更进一步的认识是，“西京水有

甜苦之分，甜水井仅西门有之，全市人民饮料多取购

于西门，取价颇昂，且含泥汁，除西门外其余各井水

均属苦汁，不能取饮”［６７］。《西京快览》亦载“居民

饮用均汲取井水，井水有甜水苦水之分，在西城多属

甜水，尤以西门之大甜水井最为著名，余区均为苦

水”，具体而言，“市内水脉，南甜北咸，以东西大街

分界，愈北愈苦，愈南愈甜”［８］。１９０１年到过西安的

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尼科尔斯［９］、民国初年在

西安考察的英国领事官 Ｔｅｉｃｈｍａｎ都曾对于西安的

地下水苦咸状况印象深刻，Ｔｅｉｃｈｍａｎ更是指出：“在

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各类设施当中，亟待修建的是自

来水厂，这是由于西安城区大多数水井都是咸水。

实际上，从城南发源于秦岭山脉的多条清澈河流中

就能够较为容易地汲取水质优良的水。当铁路通达

西安之际，甚至于在此之前，西安应当会在修建供水

系统方面签订一批重要协议”［１０］。

（２）水井的分布。西门瓮城大井是在康熙初年

由善识井脉的工匠开凿而成，此后成为西安城区居

民用水的重要来源之一，民国西安城区地下水的开

发仍以西门瓮城甜水井为先导。《西京快览》中记

载，“甜水井在西门，西安离河道远在二十里外，全

城饮用之水，全取给于井。以地质关系，东北城井水

均咸苦，西南城井水味淡，尤以西门之大甜水井最为

著名，每日水车丛集，用四辘轳汲水，取之不竭，专以

运水为业者，达数百人，井旁有木铺数家，专制水桶

为业，足见此井益人之多矣。今西区有甜水井街，因

井而名”。这表明西安城内甜水井分布在西门瓮城

及西南城区局部，而卖水在西京时期已然成为非常

兴盛的行业，而且带动了水桶、水车制造业的发展。

就井水水质而言，西安城区以西门瓮城大井水

味最甜，另外革命公园、尚仁路的珍珠泉澡塘南面及

雍兴公司各有一洋井可供民众饮用。其中“珍珠

泉、雍兴公司二处，均系私人凿置”，取水“须出资购

买”。相比较而言，由政府主持开凿的公共水井数

量较多，分布地点较为均衡，在市民用水方面起到了

主导作用。陕西省建设厅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所

凿公共水井地点共计１５处，分别位于：开元寺、炭市

街、东县门街、正学街、南院门２处、建国公园、西仓

门街、新西街、雷神庙街、西九府街、莲湖公园、平民

巷、后宰门、民乐园。

（３）水井的数量。近代陇海铁路通达西安后，

新兴产业日渐增多。自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１０月集成

三酸厂（厂址位于香米园）凿建机井（俗称“洋井”）

后，一批工厂陆续凿建机井，机关、团体、学校、驻军

及权贵公馆也多改凿机井。机井比土井开凿较深，

出水量较大，有的机井深逾百米，但多数机井所达深

度仍属浅表地下水层。多数机井以手压唧筒，少数

采用动力机械［１１］。

据《西京快览》中所载，至１９３６年前后西安“城

内外住户，家家有井，全市约有土井数万口”。由于

西式凿井正在试办期间，已凿成的水井为数甚少，陕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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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建设厅报告称有“自流井４眼，灌田井１０眼，饮

用井２７眼”。

至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西安城区共有公、私机井

６４眼，其中人力手压唧筒机井４２眼，用电力或蒸汽

机抽水机井２２眼。西京冰厂、华清池浴堂、德记铁

工厂为主要售水机井。公用“甜水”土井有西门大

井、西安市临时参议院门前（今儿童公园）、东城真

武庵红十字会、南城清凉寺、南城七、八、九、十道巷

及书院门等９处。城区“甜水”土井和机井出水量

除工业用水外，每日可供市民饮用的“甜水”约５００

ｍ３，按当时城区人口估算，饮用“甜水”者约为城区

人口的一半［１１］。

（４）水井的类型与西门甜水井。这一时期城区

的水井按照开凿取水方式可分为土井和洋井两大

类；按照主要用途则可分为生活、消防两类［２］；按照

所有权的不同，又可分为公共水井和私有水井。限

于资料原因，工业用水井的情况还有待考查。

西门甜水大井原来共有４眼，均位于西门瓮城

里偏北稍东位置，大约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最西边的

１眼井报废。其余并列的３眼井中，西边２眼井的

水色、水量、水味大大逊色于东边１眼，近在咫尺而

差异极大。大井口的直径为１．７ｍ，井深１５ｍ，均以

大型城砖砌起。水深约５ｍ，每眼井上设制大木架

井桩，每两个木柱之间安装辘轳一副，均为双架索上

下，日夜汲水不停［１２］。民谚中则称西门瓮城井为

“长安第一景，四个辘轳八个桶”［１１］。西门瓮城井水

质甘甜、供水量充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为深水井，

“论者谓本城西门井水之性质尚佳，无须经沉淀、沙

滤等手续，即可供饮料，故水源之仰给于地下水，亦

非毫无理由”［２］。

（５）卖水行业及其兴衰。自清代前中期起，拉

车卖水已成为西安城常见的行业之一，至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后更是出现了西京冰厂等以卖水为专门业

务的厂家。拉车卖水者从公用甜水井汲水或从水

厂、私人甜水井买水，走街串巷售给城市居民。水车

有独轮人力车、双轮人力车（也叫“架子车”）、驴车、

马车等多种，西京建设时期城区铺修路面后一律改

用架子车。每车载水桶（木桶或铁桶）６～１２个，每

桶水四五十斤。拉车卖水者称“水车夫”，多为外地

来西安的贫民。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难民逃来西

安，多以此为业维持生计。

民国《陕西交通挈要》中载，“西安多为苦水，味

检而气臭，不堪为饮料，唯西门内瓮城之大井及甜水

井、车家巷一带之数小井水为佳，故水之买卖甚盛，

市中推车、大车之搬运者络绎不绝，煮沸者每杯价约

六七厘”［５］。《西京快览》中记载，西安城“居民饮

用，均汲取井水，井水有甜水、苦水之分，在西城多属

甜水，尤以西门之大甜水井最为著名，余区均为苦

水。有专以运送甜水为业者，每车约大洋五角，西门

甜水井旁每日水车蚁集，不断向城内输送。该井终

日汲取不竭，赖以营生者，达数百人之多”。当时茶

肆酒楼则纷纷以“西门大井甜水”为招牌吸引顾客。

据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统计，全市有水车夫 ５２３

人。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１０月，陕西省政府“指定水价

每元四车出售，不得稍违”。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９月，

西安市政府批准“大车每桶远处８０元，近处６５元；

小车每桶远处 ３０元，近处 ２５元”。至民国 ３６年

（１９４７），因通货恶性膨胀，水价不断上扬，据同年７

月水车公会呈西安市政府请愿书称：“西京制冰井

园（即西京制冰厂售水井）……半年内竟涨价五次，

十余日间涨水价二次。七月四日每车水方由一千元

涨至一千三百元，又自廿二日起复涨至二千二百元。

每日一人拉水五、六次，每车水售价三千至四千元，

每日最多进入二万元，除付井园水价一万三千元外，

所余六、七千元生活实难维持。”自民国 ３０年

（１９４１）至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出厂水价由每元４车

猛涨至每车２２００元。

１９５２年西安市建立自来水厂后，卖水行业迅速

衰落。１９５６年水车工会尚有２１６人，１９５７年顿减至

１３５人。随着自来水安装入户及普遍设立自来水

站，城区各处水井陆续填埋，拉车卖水行业也于

１９５８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城市排水

在从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尤其

是陪都西京建设时期，西安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取得

了相当大的进展。

１．水沟与渗井

水沟与渗井是民国尤其是西京建设时期排水体

系建设的重点内容，这对于改变城区污水横流、雨水

四溢的景象具有重要意义。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发布的

《西京市暂行建筑规则》第三十八条对阴沟建设有

着详细规定：“新建筑房屋，应具有极完备之阴沟，

或以渗井宣泄雨水及污水，其地位大小，均须详载建

筑物图上。”［２］这一制度化的排水设施规定对于此后

城区房屋建设完善阴沟、渗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对

于城区整体水环境景观的改善大有裨益。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刘祝君专门起草了《西京水沟之

兴建》规划，称“去年夏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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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初，鉴于本市路政窳败，马路积水，设不设法解

决，对于市容的整饰，市面的繁荣，影响很大，所以第

一步施政方针，即注重于道路的修筑和水沟的兴

建”。他指出，“本市地势，除了局部的不平外，大概

东南高而西北低，所以水流方向，也就随着地势而由

东南流到西北。因此全市总出水的地方，大概可分

为两处：一由北大街向北出北门，一由莲寿坊西出玉

祥门，均泄入城壕，以及其他几处出口如西门、南四

府街等处，以补上述两处之不足”。在这一重要文

献中，刘祝君还对水沟分类以及根据降雨量大小计

算水沟容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与此相对应，西京筹备委员会与市政建设委员

会在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１年２月、４月、５月、６月的工作实

施报告中均详细开列了“清除下水道”、“修筑水沟”

的具体街巷，包括绝大部分城区在内。

２．涝池与坑地

作为排水系统的一部分，西安城内相当面积的

低洼地区有水成池，无水为坑，雨季则在较长时期内

保持一定的水量和面积。西安城中之池多以“涝

池”为名，雨涝时可收蓄较多雨水，而使之不致四处

横流，冲溢房屋。涝池中的水经过一段时间下渗，最

终达到排水的目的。这在当时城市排水系统相对简

单的情况下，的确是一种最简单、实用而有效的

方法。

西安城中池坑的形成有自然地理因素，即城区

各处高低有别，自然形成一些洼地；也有城市建设方

面的原因，即无论修筑城墙，或建盖民房，都要大量

用土垒砌或压坯，一般都就近取土。出于基建的人

为因素而形成的城内坑地更多，多处于居民区的边

缘地带。唐长安城中取土建房、压坯的情况一度就

相当普遍，以至唐玄宗于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六月规

定“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

不得穿掘为窟，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

巷穿坑取土”［１３］。至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西安市解放之

初，人民政府公告中也禁止在城区挖坑取土：“公有

地皮及城壕禁止取土，私有坑地亦不得继续挖深取

土及打土坯”［１４］。由此可以想见民国西安城区坑的

数量不在少数。由低地和土坑汇聚雨水或污水所形

成的数量众多的池坑成为城市排水体系的组成部分

之一。相比较而言，池往往是由人工挖凿或引水而

成的，更多地含有在自然地势基础上人为加工而成

之意①，平时也保持有一定的水面，只是在雨涝之时

雨水更多；而坑一般属自然地形地貌，为城市中低洼

易积水之地，未经或少受人为因素影响，平时也多干

涸无水，只在雨涝时发挥排泄雨水的功用。

西安城区众多池坑，虽然并没有形成引水渠网

那样有机联系的系统，池坑之间看似也并无任何联

系，但是池坑作为城市成长、发展的地域空间的组成

部分之一与城市建设的产物，都应视为城市这一机

体的一部分，当在长尺度、大范围内把城内所有池坑

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点状单体的时候，它们与

城市的发展便产生了极其紧密的联系。如果没有池

坑排泄雨水和渠道余水，城市功能显然会受到较大

影响而不能正常运转。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

量众多的池坑也可视为一个系统，尽管这个系统看

上去显得杂乱无章。池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放

大了的城市渗井，其所具有的排水、排污功能不可

小窥。

西京建设时期曾对城区的涝池数目进行过统

计，对涝池的深阔也加以测量，并且统一由政府招标

填平，以利城区开发。１９３５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

第１７次会议记录即决议“由市政工程处会同本会

工务科派员测量所有涝池宽深；测量告竣即行招标

填平，并植木桩以资标记”［２］。这一措施对城区水环

境景观改变甚大，虽然方便了城区地产开发和房产

建设，但大量涝池就此消失，城区自然排水体系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人为扰动。填平涝池的工程在城东北

区新市区的建设中进展最快。据１９３５年西京市政

建设委员会第２４次会议记录称“查二十三次会议

记录临时提议关于龚委员贤明提议新市区二、三等

地内深坑、涝池不一而足，有碍标卖案，决议派刘科

长详细查明，限两星期报会案。决议：（１）所有修路

等工程余土，酌加运费，尽量移垫新市区深坑、涝池；

（２）凡坑池深度距地面下二公尺办以上者，得利用

垃圾移垫，惟垃圾上至少垫盖净土二公尺半；（３）由

工务科会同市政工程处即日负责分别办理；（４）所

有一切垫坑费用，由地价收入项下开支”［２］。

由于大量涝池被填平，而相应水沟建设未能同

时跟进，因此城市排水情形一度十分窘迫。为此，

１９３９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龚贤明在该会第

１２３次会议上提议“恢复本城所有涝池”，委员会决

议该会“会同警察局查明未填平之涝池及其他水池

之地点、大小、深浅”［２］，力图恢复。在此动议基础

上，１９４０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谈话会议决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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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涝池一律辟为公园，交工程处查明报会，并函省府

备案”［２］。嗣后西京筹备委员会转达了中央政府命

令“西京市各官涝池辟作公园，准予备案”［２］。这一

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城区涝池，并以涝池为基

础开展了城市环境改善的相应工程。不过，限于政

府财力和抗战等因素，“官涝池”作为公园的决议可

惜并未完全得以实现。

３．城　壕

明清时期，西安城壕与秦王府城壕虽迭经盛衰

变迁，但至民国时仍是西安城重要的排水区域。西

京建设时期的共识是，“全市总出水的地方，大概可

分为两处：一由北大街向北出北门，一由莲寿坊西出

玉祥门，均泄入城壕，以及其他几处出口如西门、南

四府街等处，以补上述两处之不足。本市各街道，以

前都筑有暗沟，……往往有许多穿过住家的房

屋”［２］。又“查本会八月七日决议，东大街雨水在刘

科长水渠计划未完成之前，暂泄入新城城壕。据查

该壕内有民房、民田与红十字会之水坑，同系私产，

但查该会水坑自民国十五年起即为宣泄东大街雨水

之尾闾。既属临时泄水办法，拟仍照旧路利用红十

字会私产水坑”［２］，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防御与排

泄余水可并列为城壕的两大主要功能，这是以往研

究者甚少注意到的。

深入分析城壕功用，在军事防御之外，实际上还

发挥着城市“大排水坑”的功能，尤其是在西北半湿

润、半干旱地区更是如此。诚如《玉篇》有云：“坑，

堑也，壑也”，即指出了城壕作为大坑的本质所在。

从河渠引水毕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

能有效利用西安城本身作为巨大的汇水区而使雨水

（主要是夏季）排泄入城壕，则既有利于城市的良性

发展，避免水患，而且也使城市汇集雨水充分发挥了

功用，同时减少了灌注城壕所需的引水量。

二、城市其他水利建设事业

　　（一）水文测量

为了从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河流引水，西京筹备

委员会先期开展了水文测量工作，为城市引水奠定

了一定基础。１９３２年《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周年报

告》称“本会所需德国流速计及各种测水量附件，已

于本年七月间在沪采购，即将在终南山各水源设置

水文站，测量沣河、贑河、灞河各水量”［２］。１９４０年

《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概况》中载，自１９３２年４月

至１９３７年６月完成了马河滩及库峪等河图测量以

及沣河水文测量，“曾迭请专家察勘测量（沣河），拟

根据之以建水库，引入城关，以供市民饮水之用”。

１９４０年１月至５月鉴于“西京西南之沣河、东南之

大峪、库峪、汤峪等河水源，均极旺盛，亟应设法利

用，俾使之灌溉各地民田及供及市民饮料”［２］，西京

筹备委员会“特商同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建设

厅、陕西水利局共同进行导引以上各水入城工作，所

需经费由西京筹备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

政府三机关共同筹摊；所需测量人员由四机关分别

指派合组”，引水进城设计测量队从１９４０年６月１

日起开始进行设计测量工作，至１９４０年底已将各河

入城导线测量完毕，进行绘制图幅及设计等工作。

（二）桥梁建设与维护

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４０年，西京筹备委员会配合修

路工程，对城郊的众多桥梁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和

维护。其中１９３２年４月至１９３７年６月建修了药王

洞桥、杜曲河桥、马河滩桥、库峪河桥、沣峪河桥、祥

峪河桥、嘉里村桥、香积寺桥、蟚河桥、李子新村河

桥，而“其他桥工之在各路者，片沟断堑所在多有，

皆随路兴修，不及备载”。自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３９年

１２月又修建了“太平河滩桥”，并“沿路尚修大小之

桥梁涵洞二十二座，均于路工完工时竣工”［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西京筹备委员会”保护

古迹的一贯做法一致，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７日“西京筹备

委员会”就灞、沣、桥牌楼的保护向“西京市政建

设委员会”发布公函“……查沣桥牌楼，建自前代，

绕有古意。灞桥及其牌楼，为‘西京’八景之一；

桥牌楼，意义亦同，似应与沣桥牌楼一律保留，以符

前人用意之雅。如虑桥楼朽坏，发生危险，自应酌加

修理，以保行旅安全”［２］。

此外，１９３９年两委会还对被雨水冲毁的中山桥

以及跨越城河的桥涵等加以重修，“中正门外中正

桥及中山门外中山桥，因本年淫雨连绵，坍塌甚多，

关系交通运输极为重要，故经即时兴工补修，先后完

竣。又南四府街新开城门之桥涵亦由本会处修建、

放宽、加高。其他各路涵洞均随时修筑”［２］。

这些桥涵建修工程对于沟通城乡联系，维护城

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陪都西京的城市水利建设规划

　　西京建设时期，除两委会付诸实施的大量水利

工程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先进规划思想、蕴涵科

学理念的城市水利规划。其中自来水建设和城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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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规划最为引人瞩目。

（一）自来水建设规划

１９３５年何幼良拟订的《西安自来水工程初步计

划书》是民国西安改善城市水环境的重要文献，就

引水水源地、引水线路、工程测量、经费预算以及工

程可行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这一计划书深刻指出了西安建设自来水的重要

意义，谓“西京为吾国陪都，人口已超过十二万五千

以上，饮料庞杂，水质恶劣，且转运不便，疫疬时生，

为害市民已久，欲翼今后工业、商务之发展，创置自

来水尤宜视为急务也”。通过对沣河水源地、水质、

西安需水量预测、建坝地点、自来水厂选址、测量工

作、工程设计及估价等问题逐一分析，探讨了沣河引

水和建设自来水厂的可行性。这一计划书以当时的

科技工程理论知识为基础，吸收了上海等先进城市

自来水厂建设实践经验，结合西安地区实际状况，所

做出的各项规划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

但是由于抗战等原因，这一计划并未能付诸实施。

（二）城市引水规划

西京筹备委员会于１９４１年１月颁布《西京市引

水进城计划书》［２］，与自来水建设计划相似，这一引

水规划不仅具有先进的理论基础和很强的操作性，

并且以其更为长远的眼光影响至今日。

《西京市引水进城计划书》中指出，“西京市为

陇海铁路之中枢，西兰、西荆各公路之起点，地势冲

要、交通畅达，贸易逐渐繁盛，人口日趋稠密，自抗战

以来尤为发展，匪特为军事上之重地，抑亦为工商业

之要埠。惟以雨量稀少，负郭水道大多干涸，人民饮

料夙仰给井水，井深约二十公尺，汲取困难，除城西

南隅及少数自流井外，水质苦涩，饮用颇不相宜，即

园艺植物亦不堪灌溉，以致池沼干涸、尘埃弥漫，对

于市民之健康及工商业之发展影响至巨。如遇火警

尤为可虑。且开发西北，增加后方生产，西京市为西

北陪都，实有建设新都市之必要，而给水问题尤为目

前之急务”。“本市各工程机关有鉴于斯，乃共同集

议导引清洁水源流入城市，以供给居民饮料、园艺及

卫生、消防等公共事业之用，俾市容整丽，景物日新，

工商各业亦得长足之发展，奠定新都市之基础”。

设计测量队由西京筹备委员会、陕西省建设厅、

陕西水利局、黄河水利委员会派员合组，于１９４０年

６月成立，至９月底完成野外测量工作。在对大峪

口、河、沣河、贑河水量、含沙量以及沿途土质与渗

透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引大峪渠线（３１ｋｍ）、引大

峪并入河渠线（２４ｋｍ）、引沣河渠线（２７ｋｍ）、引

贑河渠线（４６ｋｍ）、给水区域（指“西京市护城河及

市内重要街道”，计长２３ｋｍ）等引水线路方案。其

中以引大峪口及引沣河两渠线为主，前者为东渠线，

后者为西渠线。通过两渠优劣的比较，《西京市引

水进城计划书》认为“从以上两渠优劣各点观之，西

渠利益较东渠为厚，虽增设抬高水位之设备，用费亦

无多，而将来工成，一举而数得具备，似更有采取之

价值也”，建议引沣河水入城。

（三）渭河航运状况及其规划

１．渭河航运状况

渭河横穿关中盆地，从咸阳和西安近旁流过，连

通黄河、汾水，渭水黄河汾水航路和渭水黄河运

河航线，在秦、汉、隋、唐时期，对于都城的发展起过

重要的作用。至民国中期陇海铁路潼西段修通之

前，渭河航运仍起着一定的作用。

渭河源出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东南流经凤阁

岭出宝鸡峡进入关中平原。由于自然气候变迁和人

为因素影响，渭河水量急剧减少。民国时期渭河

“宝鸡以上，河行峡中，水势甚急，宝鸡以下，水势较

缓。平均深度两公尺，河幅在宝鸡峡宽五十至二百

公尺，在宝鸡眉县间宽一千公尺，眉县咸阳间宽一千

五百公尺，咸阳以下宽二千公尺。每年一月及十二

月结薄冰，三月间至十月可通航”［１５］。民国间有学

者认为渭河“舟楫可通，转运甚便，此诚关中水运交

通枢纽也”［２］。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底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以前，

由于西潼公路路况差，货运汽车少，关中东西部的物

资转运主要依靠渭河航运。当时宝鸡到咸阳一段，

平水时能行木筏，丰水时可通行木船。此段最重要

的码头为虢镇（今宝鸡县）、咸阳两处，凡陇南的药

材，四川的卷烟，汉中的茶叶，多于虢镇码头装船或

木筏东下，兴平、武功一带的棉花、小麦，亦多自咸阳

装船下运至西安［１６］。１９３６年《西京快览》载“渭河

航运，在咸阳以上，流急水浅，不通舟楫，咸阳以下，

流量渐增，流势亦缓，可通一万斤至八万斤之民船，

以咸阳、草滩、三合口为起卸场所”。１９３７年《陕西

水利概况》中亦载“渭河航运最著关中”。“上行货

物以盐、炭为最多，洋广杂货次之。下行货物以棉花

为最多，药材、牛羊皮次之”。自西安城北的草滩镇

以下，河水较深。从咸阳到渭南的水道上，有行船二

百五十艘，每船载重六万斤，圆船二百，每船载重一

万二千斤［１６］。这些船只可由龙门经三河口至咸阳，

或由陕县经潼关三河口（指黄河、渭河、北洛河交汇

处）至咸阳，三河口至咸阳距离为２３０ｋｍ，上水每日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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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２０ｋｍ，多运煤炭、食盐，下水每日行百华里，多运

棉花。

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渭河航运日渐衰落。自

１９６２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后，泥沙迅速淤积渭河河

道，造成渭河下游成了一大片淹没的淤泥地，航运中

断。１９７１年宝鸡峡引水工程竣工，渭河水量剧减，

完全失去了航运能力。

２．水陆联运与草滩码头规划

民国年间，在公路、铁路都不通畅的情况下，草

滩经济仍兴旺发达。镇内有货栈、行店十余家，经办

粮食、棉花的储存，另有金银首饰店２家，棺材店５

家，绫罗绸缎布匹店４家，杂货铺（经营糕点、南糖、

水烟、火纸、黄表、酒类等）２２家，旅客日流量达１０

万人次之多。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２月民间人士季平在提交给

西京筹备委员会的《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一文

中，将草滩港作为当时联结水路和陆路枢纽而给予

关注。在论述火车站以东的铁道线南北两侧会发展

成为工商业中心时，理由之一即“据一般计算，水运

费用与铁道运输相较，为一与四之比例。……现车

站东北一带，北与草滩码头，相去咫尺，水陆交通，俱

甚便利，起诱致工厂之建筑，此亦一大原因也。”同

时，他认为汉城旧址三桥镇以西，夹于铁道线与渭河

中间一带地区，也适宜发展为工业中心，理由之一为

“渭河疏导之后，自草滩镇而西，处处可为码头，步

步可停轮舶，陆运既便，水运亦畅。如再自三里桥

南，引沣河而东之，使横贯工商两区，下行至草滩镇

入渭，控制得益，小轮船可以直接驶入市内。交通益

便，风景弥增。”［１７］尽管他的规划带有浓厚的理想色

彩，其中大多数内容并未实施，但也反映了时人观念

中草滩镇的重要地位和渭河通航的巨大意义。

四、结　语

　　陪都西京时期是西安城市近代化进程中最为重

要的阶段，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大背景下，西安作为大

后方的军政文化重镇，城乡重大工程建设事业得到

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其中与城市社会经济、

民生等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水利建设就是核心内容

之一。在这一重兴城市水利的阶段，随着建设理念、

施工方法、技术、设备的进步，城市水利建设取得的

成就超越了后都城时代的其他阶段，由此也加快了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推进了西安城市水环境景

观的改善。

陪都西京时期的西安城市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

供水和排水体系建设方面，在引河水入城、开凿新式

水井、改善城市排水方式、完善城市排水体系等多项

工程逐步实施的基础上，西安城市水环境面貌有了

很大改观，民众生活用水得到更多保障。与此同时，

自来水建设规划和渭河水陆联运规划的制订也成为

当时城市水利规划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内容，虽然由

于种种原因未能最终付诸实施，但是同样堪称当时

城市建设事业中的一抹亮色，反映出当时决策者、规

划者们的远大目标。

必须指出的是，西安城市水利建设作为陪都西

京时期诸多建设事业之一，实际上与当时的交通路

网建设、城乡环境整治、园林绿化、古迹保护等紧密

相关；在工程建设期间，政府投入了大笔建设资金，

这些经费通过购买建材、支付雇工酬劳等渠道又注

入到区域经济流通体系当中，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

济社会的发展。关于城乡重大工程建设与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环境变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今后

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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